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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国家与儿童福利供给① 

程福财 

摘要：儿童抚育事务在传统上主要由家庭承担。工业革命之后，西方国家才开始系统关注并

发展儿童社会福利，为抚育儿童的父母提供制度化的国家支持，并对父母亲权的实践进行国家监

督。尽管不同的儿童社会福利理论对于如何界定家庭与国家在儿童抚育与儿童福利供给过程中的

关系模式存有分歧，但是，关注得不到家庭适当抚育的儿童的福利，并为其提供必要的福利服务，

已经成为现代国家的共识。鉴于我国传统的以家庭为主的儿童抚育模式出现失灵，积极发展选择

性的儿童福利服务具有其充分的合理性。 
关键词： 家庭  国家  儿童抚育 儿童福利 
 
自丹麦、瑞典等北欧国家在一个世纪前相继建立儿童社会福利制度后，在西方社会，家庭在

抚育照顾儿童的过程中就不再孤单。一系列旨在协助家庭育儿的资金保障与服务支持的儿童福利

服务，给抚育儿童的父母以制度化的国家支持。同时，父母与家庭源于传统合法性的亲权的实践，

也受到国家监督。一般认为，国家对于儿童抚育事务的介入，可以为儿童发展提供非正式保障之

外的正式的国家保障，有利于确保并提高儿童福利水平。然而，发达国家儿童社会福利制度的实

践同时显示，儿童社会福利制度的建设，一方面遭遇了强调父母亲权、家庭事务不容国家干涉的

自由主义与家庭主义的抵制，另一方面也给不少国家带来严重的财政负担（李宏等，2005；徐延

辉，2005；詹火生等，2002）。如何界定好家庭与国家在儿童福利供给过程中的关系模式，成为西

方儿童社会福利研究与实践的重要议题。 
在我国，儿童抚育事务长期以来主要是由家庭承担。但伴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起的家庭结构

与功能的变化，为数不少的儿童无法从自己的家庭获得必要养育。这一状况，引起了社会与国家

的高度重视。2011年4月26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指出，要“建立健全家庭发展政策，切实促进家庭和谐幸福,加大对孤儿监护人家庭、老年人家庭、

残疾人家庭、留守人口家庭、流动人口家庭、受灾家庭以及其他特殊困难家庭的扶助力度”（新华

社，2011）。这一讲话是对我国社会出现的部分家庭难以承担起抚育儿童等社会问题的政治与政策

回应。由此可以预期，我国家庭政策与儿童社会福利制度的建设，将迎来良好时机。本文拟从国

家与家庭在儿童福利供给中的关系模式出发，分析我国儿童社会福利发展面临的社会结构特征，

进而探索国家在儿童福利供给过程中的角色定位。 
 

一、家庭与国家在儿童福利供给中的关系 
 

个体福利的总和，系由家庭、社会、市场与国家可能提供的福利净值所决定。因为不能参加

到劳动力市场而只能依赖成人社会的扶助，作为未成年的儿童没有足够的能力依靠自己从竞争性

市场中获取福利。因此，儿童福利体系与模式的改革与完善，实际上是要调整好家庭、社会与国

家三者在儿童福利供给过程中的关系模式与角色定位。而建构什么样的关系模式，确立什么样的

角色定位，则涉及到我们怎么看待儿童、儿童抚育的责任归属以及国家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现代国家建立之前，儿童抚育之责概由家庭承担，特别是由母亲、祖母等女性家庭成员承担。

父母被社会文化赋予以养育孩子的权利和责任。只有在父母与家庭无力养育时，邻里、社区等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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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社会的力量才会通过血缘与地缘的连接展现其互帮互助的力量，而制度化的国家支持则付诸阙

如。其时家庭之外的儿童养育充其量只是社区性的，而不是国家性。对于父母亲职权威（Parental 
authority）的长期普遍存在，研究者有两种不同解释：一则认为儿童是父母的私有财产，父母有权

力选择怎样养育他们的孩子；另一则认为社会将养育孩子的责任托付给父母是出于对父母的信任。

在信任理论看来，因为血缘与基因遗传等原因，父母是最适合照料孩子的人(Thomas,2000)。不过，

在巴顿和道格拉斯看来，我们需要将私有财产论与信任论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理解不同社会文

化背景中父母普遍长期拥有的亲职权威。因为在一些国家和地区，社区的力量并不允许父母随意

处置他们的孩子，并严禁忽视、虐待孩子。换言之，人们不能像处理其私有财产那样任意处置他

们的孩子；而对于信任论而言，实际上，有很多个体与机构比孩子的父母更适合扮演养育者的角

色（Barton & Douglas, 1995）。这就告诉我们，养育孩子的责任归属于家庭与父母之安排，并非一

种本质性（Essential）的要素，而是一种典型的社会建构物。 
工业革命之后，现代民族国家开始系统地关注儿童的福利，通过或积极或消极，或公开或隐

蔽地发展家庭与儿童政策介入到儿童抚育事务之中,积极关注贫穷儿童、孤残儿童、被遗弃儿童，

关注儿童的基本医疗保健，关注他们的受教育问题，关注儿童忽视与虐待，进而关注到家庭无力

照顾的孩子和越轨儿童(Thomas,2000)。这之间，最值得关注的是，英国1889年颁布实施的儿童法

案赋予了法庭以剥夺忽视、虐待儿童的父母监护权的权力。它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从法律上粉碎

了孩子是父母私有财产的神话，为国家干预儿童抚育事务提供了充分的法律基础，成为现代儿童

保护与儿童福利制度的重要基础。 
由于经济社会文化的历史与现实脉络的不同，国家对于家庭育儿之事的干预、支持与服务的

方式、内容及隐藏在其后的理念在各国之间存有较大差异。根据国家介入儿童抚育的方式，福克

斯·哈丁（Fox harding）曾经在理论层面区分出四种不同的儿童社会福利类型：自由放任主义模

型（Laissez-faire）、国家家长主义模型（State paternalism）、父母权利中心模型与儿童权利中心模

型。以不干预、小政府、市场主导为主要内容的自由放任主义坚持最大限度地限制国家介入，强

调维系“不受干扰的家庭生活”的重要性。这一模型支持既存的家庭内部成人之间权利关系模式（如

男主外女主内），亦支持传统的亲子关系模式。因为家庭生活是一个独立的整体，国家应该尊重其

固有的边界，不可轻易将触角延伸至其内。自由放任主义模型只愿意对边缘儿童提供必要援助。

与此不同，国家家长主义高度强调儿童的脆弱性与依赖性，认为国家应该通过有组织的保护儿童

的行动去捍卫并提高儿童福利。在它看来，国家主导的儿童社会福利不仅应该关注得不到家庭充

分照顾的孩童，也应该设法增强一般正常家庭的育儿能力；现代国家培育的专业儿童工作者（如

医生、教师、法官与社工等）往往比家长更能准确判断什么才是儿童的最佳利益，以及怎么做有

利于维护其最佳利益。和国家家长主义有所区别的是，尽管父母权利中心模型强调国家介入儿童

抚育事务的合理性，但是，它并不主张、不欢迎强制的、逼迫性的（Coercive）国家干预服务。在

这个模型中，父母是一个需要国家支持的儿童照顾者，但是国家绝不可轻易剥夺父母的监护权，

不可轻易将儿童放置到儿童之家、儿童中心等替代性的社会儿童照顾机构之中；即使是那些真的

需要离开父母接受国家照顾的孩子，替代性照顾方案也应该协助儿童与他们的家长进行必要沟通

与联络。在这个模型中，家长的权利与需要和儿童的权利与需要并重。这与儿童权利中心主义模

型显著不同。在儿童权利中心主义中，儿童的感受、理解、希望、自由、选择与行动至关重要，

所有关于儿童的安排都应该让儿童参与。和前面三个模型有所不同，该模型强调儿童的参与权利，

突出儿童的能力与主体性（Fox Harding, 1996）。 
福克斯·哈丁四分法的主要中轴，是家庭与国家在儿童福利供给中的关系。在强调家庭作用

的政策体系中，国家只有在家庭功能失灵时，才发挥其作用、协助困难家庭抚育孩童。这是一种

残余福利模式（Residual model），注重对问题儿童、困难儿童及其家庭的帮助（Quintero, 2009）。
英美等奉行右派自由主义福利体制国家和东亚国家普遍注重家庭的责任，强调家庭、市场与社会

在儿童抚育中的作用，政府一般只为儿童进行人力资本的投资和对困境儿童的保护，较少有实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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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保护性投资。在这种自由主义的儿童福利体制下，儿童抚育被看作主要是家庭之事，国家的过

度介入会影响到个体的自由、侵犯家庭的隐私、破坏家庭责任。另一方面，国家为本的制度性儿

童福利政策模型则注意通过公共政策去预防儿童问题，促进儿童的正面成长。其福利的对象通常

是所有儿童，而不仅仅是边缘弱势孩童（Nixon, 1997）。社会民主主义福利体制国家（如丹麦、挪

威等）和保守主义福利体制国家（如法国和德国）一般强调国家在儿童抚育过程中的积极责任（陈

云凡，2008），注重为所有儿童提供福利服务。尽管“国家—家庭”二分模型为我们理解儿童福利模

型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但是，各国福利体系都是经济、政治、文化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很难说哪一个国家的福利体系纯粹是左的或是右的。因此，在“家庭—国家”轴心外，有研究者开

始注重亲属网络、社区伙伴、志愿者等非正式、第三部门在儿童福利服务过程中的作用，由此提

出了社区为本的儿童公共政策模型（Pecora et al., 2009）。这与福利多元主义理论对于国家、市场、

家庭与社会的共同强调乃异曲同工(Rose, 1986)。 
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无论是强调家庭的主导作用还是强调国家介入的意义，抑或

是福利多元主义对多个主体作用的同时强调，既有的理论与实践模型都强调，当家庭无力承担起

抚育儿童的责任时，作为儿童终极监护人的国家都有介入所谓“私领域”的儿童抚育事务的国家责

任。因为儿童并非家长的私有财产，他们更是社会的公共产品（陈云凡，2008）。当“私领域”的力

量无法确保儿童拥有良好的成长环境时，作为公共部门的国家——儿童的终极监护人——需要提

供及时有效的援助，以充分保障儿童的各项正当权益。这种国家干预，不仅是出于对作为公民的

儿童的权利保护的需要，也是国家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进而维护社会秩序的需要。在马歇尔的公

民权理论中，由市场发育引发的社会不平等可能给市场社会的发展带来严峻挑战与威胁，而消除

这种不平等的国家力量的呈现，则有利于市场力量阔步前行（Marshall, 1950）。可见，在福利理论

的争论之中，不管是自由主义还是保守主义，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都突出了国家在养育处境困

难儿童中的责任。所不同的是，自由主义的倡导者主张的是剩余式福利，保守主义则倡导普惠型

福利。 
 

二、以家庭为主的非正式抚育模式及其失灵 
 
作为家本位的社会，中国的基层社区、家族之中存在着守望相助的传统。当儿童的亲生父母

不愿意或没有能力养育他们时，儿童所在的扩大家庭、家族的其他成员将会自然地承担起抚育他

们的责任；如果这个儿童没有近亲（家）属，他/她所赖以成长的邻里社区（如村落等）也将会集

体性地出谋划策，安排好抚育该儿童的相关事务（费孝通, 1998；陆士桢等，2005）。由于家族与

邻里社区这种互助功能的发挥，一般地，即使自己的出生家庭无法抚育他们，幼童通常仍然能够

在自己出生、成长的当地社会获得必要照顾。依赖于这种传统路径，在遭遇困难时，人们习惯于

从非正式的社会关系网络中寻求有关育儿的非正式支持，而非求助于正式的国家力量。政府也乐

见此种社会传统的延续、实践。除了个别朝代颁布实施了慈幼恤孤的政策，我国历朝历代的政府

大多只是反复敦促为人父母者担起教养孩子的责任，而很少切实伸出援助之手帮助家庭抚育幼童

（谭友坤等，2006）。 
1949 年后，社会主义中国建立了强大的国家机器，国家垄断了主要的社会、经济、政治资源。

然而，令人瞩目的是，这一时期我国儿童福利的供给（特别是儿童照顾服务）任务主要系由作为

非正式保障力量的家庭与市民社会承担。市场存在的空间被计划经济的铁幕隔离了，而掌控大量

资源的国家则在事实上将儿童抚育的责任加诸于家庭与社会。毋庸置疑，近几十年来，我国的儿

童教育、儿童健康以及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等方面的事业都取得了十分重大的进展，儿童的受教育

水平、健康水平等儿童发展的重要指标都取得了引人注目的增长。但是，在这个过程中，育儿的

成本大多由家庭、社会或企业承担。在儿童健康方面，儿童医疗保障的范围与水平都有待提高，

部分地区儿童的健康成本甚至完全由家庭承担；近年开始实施的免费义务教育虽然展示了政府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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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发展性社会投资的决心，但是，对于九年义务制教育之外的学前教育及之后的高中阶段教育的

成本，家庭负担依然沉重；特别地，既有的政策文本分析发现，除去教育成本之外，国家至今尚

未出台系统、可操作的政策措施去协助家庭照顾 0-6 岁学龄前儿童（徐浙宁，2009），年幼儿童的

照顾工作，主要仍由家庭承担。 
在独生子女政策实施之前乃至实施之后的一长段时间里，中国的家庭规模较大，扩大家庭与

大家庭的比例较高，邻里互助的传统尚浓，家庭内部的成员之间、邻里之间会通过互助的方式帮

助那些暂时或长期得不到亲生父母照顾的孩子。在更宏观的层面，尽管政府倡导妇女走出家门进

入劳动力市场，但是，农村社会实践的人民公社制度与城市社会践行的单位体制，都在一定程度

上缓解了劳动妇女可能面临的母职与工作间的紧张（王绍光，2008）。因此，那时候，即使国家没

有发展出系统的儿童社会政策与儿童福利服务，儿童仍然能够从家庭、社会、乃至企业之中获得

必要的照顾与养育。现实中，尽管我国儿童福利的对象与范围长期都只限定在无法定抚养人、无

劳动能力、无固定生活来源的“三无”儿童（实际工作中主要是福利机构中的孤儿、弃婴和农村纳

入“五保” 供养的孤儿）（张世峰，2006），绝大多数的儿童仍然能够得到基本的抚育。在这个过程

中，以家庭为主的非正式儿童照顾体系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但是改革开放后，我国社会经历了快速的转型过程：市场经济体制逐步成形，社会的工业化

水平与城市化水平显著提高，社会两极分化的趋势日益显著，个体行为的传统的集体主义取向遭

致现代社会的个体主义取向挑战，甚至部分替代（孙立平等，1994；郑杭生，2003）。这种社会变

迁深刻影响了传统的非正式抚育模式的实践，以致其日显失灵，难以有效承载抚育儿童的重责。

这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家庭、扩大家庭与邻里社区在儿童抚育方面的互助功能逐渐减弱。随着市场经济的发

展及其引发的个体意识的张扬，过去一直高度稳定的中国家庭、婚姻开始出现松动，离婚率显著

提升。据统计，从 1979 年至 2009 年的 30 年间，我国离婚人数持续增长。近 5 年来，该指标的年

均增幅更是高达 7.65%。2009 年，我国共有 246.8 万对夫妇登记离婚（王敏, 2011）。因为父母的

离婚，单亲家庭儿童的数量呈现持续增长的趋势，有些孩子甚至被离婚的父母遗弃，成为事实上

的孤儿。如上文所言，在传统中国，这类儿童通常都可以从他们的扩大家庭、家族或其赖以成长

的邻里社区中获得某种形式的补偿性照顾。然而，现在，扩大家庭与家族在儿童照顾方面的互助

功能已经明显衰微。由于城市化、工业化和以降低生育率为主要内容的生育政策的长期实施，过

去 30 年来，我国家庭的主要形式不再是传统的大家庭，而是核心家庭（邓伟志等，2001）。另一

方面，部分“幸存”的扩大家庭已经不再愿意如传统时代那样积极地帮助扩大家庭内部其他家庭的

面临困境的儿童，邻里社区之间在儿童抚育方面的传统也在衰落。过去一直盛行的传统美德“幼吾

幼以及人之幼”在现代社会中已经不再如从前那样为人传唱践行，人们更多地关心自己的利益。当

邻居的孩子无法从他们的父母那里获得足够养育时，愿意主动伸出援助之手的人变得越来越少。

笔者在有关我国流浪儿童问题的研究中也发现，不少儿童因为家庭功能失调无法从家庭与社区邻

里中获得必要的照顾，不得不浪迹街头，独自在城市街头谋生度日，引发一系列的关于儿童的人

道主义悲剧（程福财，2008）。这充分表明，在当前的社会情境之中，结构小型化、脆弱化之后的

不少家庭已经难以承担抚育儿童的责任。 
其次，随着育儿成本的不断增加，不少年轻的家长面临沉重的育儿经济压力与照顾负担。在

对上海市徐汇区 746 户家庭的随机抽样调查中，徐安琪研究员为了全面准确估算育儿费用，系统

调查了因育儿发生的租房、买房、结婚储备以及近年日增的信息、通讯、保险乃至婴儿满月酒和

子女过生日等直接育儿费用，结果发现，0-16 岁孩子的总直接成本达 25 万元左右。如果加上孕

产期的支出以及从孩子孕育到成长过程中父母因孩子误工、减少流动、升迁等自身发展损失的间

接经济成本，育儿的经济成本相当惊人（徐安琪，2004）。另一方面，伴随着家庭结构的小型化、

妇女普遍进入劳动力市场，家庭日常照顾儿童的负担日渐沉重。在单位体制解体之后的今天，双

职工家庭子女的照顾完全得不到“单位”的制度支持。按照现有的政策框架，除了母亲具有 3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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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产假之外，在政策上，双职工家庭一般没有亲职假（Parenting leave），很难照顾家中婴幼儿。

不仅如此，因为追逐利润的需要，部分用人单位对于带养幼童员工的要求变得更加严厉，大量加

入到劳动力市场中的年轻父母要在工作和育儿之间寻找到平衡变得越来越困难，婴幼儿的照顾成

为许多双职工家庭面临的严峻的现实问题（国务院，1988；李亚妮，2008）。在城市，普遍出现了

家庭需要人临时或长期照顾婴幼儿却无法获得帮助的问题，出现了双职工家庭入读幼儿园与小学

的学生下午三点半放学后无人接送照顾的问题。经济与照顾负担一起，让许多年轻的家庭不堪重

负。近几年来，大众媒体甚至将许多为育儿所累的年轻父母形容为“孩奴”，年轻一代的生育意愿

也显著降低（陆乐等，2010）。从这个意义上说，传统的只关照孤残儿童的儿童福利政策已经难以

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儿童社会政策的边界需要拓展，国家在抚育儿童过程中的角色需要适当调

整。 
再次，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变迁的不断进行，产生了一大批在事实上无法得到自己亲

生父母养育、照顾的儿童，他们的家庭或者没有能力、或者没有意愿抚育好他们。这些弱势儿童

的存在急需国家力量的帮助。据不完全统计，由于城乡社会流动，目前，中国出现了 5800 万的留

守儿童，其中，14 周岁以下留守儿童约 4000 万人（全国妇联，2008），这些孩子不能经常与父母

居住在一起，无法如普通孩子那样得到父母的即时照料与教养；根据 2005 年全国 1％人口抽样调

查样本数据，全国 14 周岁及以下流动儿童规模达到 1834 万人（段成荣等，2008），这些儿童离开

了家乡，和父母一起来到陌生的城市居住，但是父母因为都要去工作无法很好地照顾他们；全国

有 100-150 万左右的流浪儿童，①他们与自己的家庭基本或完全切断了联系；有 817 万需要特殊照

顾、康复服务与特殊教育的残疾儿童（杨傲多，2010），有近 60 万服刑人员子女（司法部，2006）
和至少 20 万受艾滋病影响的儿童（刘继同，2010）。这些在新的变化了的社会环境中产生的处境

困难儿童，无法从家庭、社会与市场获得充分的照顾与养育，急需国家力量的介入，急需儿童社

会政策的荫蔽。 
上述变化和挑战表明，国家需要采取有效的措施去积极应对育儿这个过往被认定为私领域的

事务。然而，我国政府迄今仍然没有出台系统地帮助家庭抚育儿童的社会政策，自然亦没有系统

的社会服务去帮助那些在家庭中得不到适当照顾的孩子。政府一如既往地强调儿童应该留在家庭

内接受父母的监护，却没有考虑到社会的转型业已造成家庭在儿童照顾方面的功能失调。显然，

不管是从维护儿童权利的角度上看，还是从促进家庭稳定与和谐的角度看，国家介入儿童抚育事

务都有其必要性。从这个意义上说，儿童福利供给过程中的国家角色急需要重新定位。国家如何

建构适合新时代的儿童抚育模式并有效确保并提升儿童福利，成为我国儿童社会福利发展的重要

议题。 
 

三、在“左” “右”之间：我国儿童福利制度建设的路径选择 
 
1990 年，我国政府签署《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承诺要采取一切必要之手段保护少年儿童

的权益。在这个背景之中，我们需要思考如何借鉴国际儿童福利发展的一般经验，来回应我国社

会快速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儿童福利问题，以有效应对社会转型与家庭失能给儿童发展与儿童福利

带来的负面影响。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经济实力显著提高。至 2010 年底，我国 GDP 总量已经一跃超过日

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在这样的经济发展形势下，如果儿童社会福利的对象仍然只是局限

于很小一部分的孤残儿童，儿童福利的内涵与水平仍然在低位徘徊，政府的社会合法性会遭致削

弱，社会秩序的维持也将面临更多的挑战。或许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1990 年代中期以来，中央

                                                        
①参见民政部与国家发展改革委，2007，《“十一五”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体系建设规划》（民发〔2007〕75

号）,民政部官方网站（http://fss.mca.gov.cn/article/jhgh/200712/2007120000882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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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地方政府都开始关注流浪儿童、受艾滋病影响的儿童、服刑人员子女、单亲家庭子女等困境儿

童的福利问题；2000 年之后，流动儿童的受教育权利与留守儿童的生活照顾与监护问题都开始得

到越来越多的关注；2011 年胡锦涛主席更提出要建立健全家庭发展政策。 
可见，在宣示性提出要保障儿童的生活过后，随着儿童问题的突出与国家干预能力的增强，

政府开始尝试在公共政策层面系统回应儿童福利问题。但这样的尝试，仍处于起始阶段，并且在

一开始就显得犹豫踌躇：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抑或是停步不走？发展面向处境困难儿童的剩

余型儿童福利，还是发展面向所有儿童的普遍性福利？这成为建设现代儿童社会福利体系过程中

一个充满争议的论题（杨雄，2011）。由于规范性儿童抚育模式的影响，一部分政策制定者仍然希

望家庭能够尽可能地担当起养育儿童的责任。他们担心政府主导的社会福利体系可能会对传统的

一些宝贵价值观念造成冲击，影响到民众育儿的责任意识，削弱家庭内部的互助传统。尽管主张

在经济与社会层面实施全面的国家干预，但是，无论是改革开放前还是市场化改革之后，我们都

习惯于将家庭看作是私人领域，公共政策较少对家庭进行讨论和干预。即使是在广泛动员妇女参

与劳动力市场之后，即使是在世界女性主义运动蓬勃发展并持续控诉将妇女与家务、儿童抚育捆

绑时，奉行威权主义的国家仍然坚持儿童照顾是私人之事务，并未出台系统的政策服务去支持原

来承担照顾儿童的妇女更好地平衡家庭与工作的关系。在它看来，国家的介入，可能会破坏家庭

内部的互惠行为，会有损爱幼慈幼的传统家庭美德，甚至会鼓励人们抛弃育儿责任等不负责任的

行为。另一方面，有人更担心过多地发展儿童福利会增加国家的财政负担，甚至重蹈福利国家危

机的覆辙。因此，在国家尚未起步协助家庭抚育儿童时，政府一再强调家庭的责任，在社会福利

社会化的理念下强调发展由政府、家庭、第三部门等多重力量共同供给的社会化儿童福利。 
但是，如上文所述，继续在国家不作为的道路上走，面临着多重风险。在意识形态层面，女

性主义批评国家不作为、继续将女性与育儿捆绑，限制了妇女的发展；新保守主义者尽管反对福

利国家并主张最小的国家干预和最大的个人自由，但坚持主张国家应该在不妨碍市场机制发挥作

用的前提下，通过协助家庭、规范市场等方式，为有需要的儿童与家庭提供最低限度的生活保障

（陈美伶，1991；李明政，1994）；福利国家的积极倡导者（例如公民权利论者）则认为，通过儿

童福利服务的供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市场经济发展引发的社会不平等的消极负面作用

（Marshall, 1950）。在社会实践层面，大量得不到家庭及时照顾的儿童的出现，直接引发了人道主

义危机与社会秩序危机。创新儿童抚育模式，发展儿童社会福利，成为理论与实践的双重紧迫需

要。 
向“左”走而发展更积极更普惠的儿童福利，还是向“右”走而建设一个最低限度的儿童福利体

系，是一个需要联系实际思考的理论与政策议题。考虑现时儿童抚育的现实、我国儿童抚育的传

统以及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笔者以为，发展一套面向困境儿童——得不到家庭充分照顾与

教养的儿童（如孤残儿童、贫困儿童、流浪儿童、受艾滋病影响的儿童等）——的社会福利服务

体系具有现实的必要性与可行性。这种选择性的儿童社会福利，既可有效回应困境儿童与家庭的

需要，亦可避免让国家在儿童社会福利发展之初就背上沉重的财政负担。 
建设选择性福利政策模式，意味着要继续强调家庭在儿童抚育过程中的作用，意味着儿童社

会政策只是回应那些无法从家庭获得必要照顾与教养服务的孩童，意味着国家干预的最小化。为

此，儿童福利服务的供给要建立在资格审查的基础之上。选择性儿童社会福利的供给主要包括资

金支持与照顾服务两个方面。为缺乏必要育儿经济能力的家庭提供必要的经济补助，为困难家庭

孕育孩子、养育孩子、教育孩子提供最低限度的资金支持。最低限度的经济补助，有利于困境家

庭儿童尊严的维持与福利的确保，有利于困境家庭儿童获得必要的发展机会，进而阻断贫困的代

际传递。另一方面，政府需要为临时或长期不能照顾孩子的家庭提供儿童照顾服务。家庭结构的

小型化和妇女对劳动力市场的参与使得城市家庭对儿童照顾服务的需求普遍而强烈，部分特殊儿

童因为父母服刑、疾病等原因而长期不能从家庭获得照顾。社会化的儿童照顾服务与支持父母照

顾儿童的亲职假制度的实践，都能在一定程度上确保、提高儿童的福利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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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by Abandoning and Adoption: The Collision and Coupling between Family Planning and 
Fertility Culture in the Village─A Microscopic Explanation to the Practical Logic of Rural Family 
Planning Policy in Gannan in 1990s ·····································································Tian Xianhong（38） 
 
Abstract: In the end of the 20th century, the appearance of baby abandoning and adoption tide reduced 
the performance of the family planning policy to some extent in Gannan village.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baby abandoning and adoption tide has not only reflected the change of fertility culture, but also meant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tate and farmers. In this sense, the family planning 
policy concealed the problem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tate and farmers, which is how should the 
state power meet with a large number of farmers who are highly fragmented.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target 
of family planning, we should not only design a perfect policy, but also consider its social basis. 
Key Words: Baby Abandoning  Adoption  Family Planning  Fertility Culture in the Villag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ate and Farmers 

 
Family, State and the Provision of Child Welfare ·················································· Cheng Fucai（50） 
 
Abstract: The responsibility of child upbringing is traditionally assumed by families. In response to the 
social change caused by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Western countries began to develop systematic social 
welfare to support and monitor family’s upbringing of their children. Although different child welfare 
theories have different viewpoints in developing what kinds of social welfare for children, people 
gradually get a consensus that the state should pay enough attention to children who lack adequate care 
from their family. Given the problem of family dysfunction and more and more children cannot get 
necessary care from their families in China today, it is rationale to pay first priority to those vulnerable 
children and to institutionalize social welfare for them.  
Key Words: Family  State  Child Rearing  Child Welfare  
 
Enchanting a Disenchanted World: A Case Study of A Shanghai Team Buying Website ····················· 
····································································································································Zhang Dunfu（57）   
 
Abstract：Tuangou, or say team buying/group purchasing, has changed the landscape of citizens’ means 
of consumption. In the past years, more and more urban residents, especially young white-collars, 
participate in team buying, get united through web-based media companies.  They could get better 
service and lower price for home decoration materials, furniture, electricity applicants, cars and even 
wedding items and service. Based on the two-year fieldwork,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and survey,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team buying is a new means of consumption. However, it is different from its Western 
counterparts. Fairs, collective action, face-to-face multiple-aspect interaction, are all involved in this 
hybrid, suggesting it enchants a disenchanted world. Team buying is more effective than collectivism 
under Danwei system, or social movements. The prospect of its enhancing civil associations among 
which the urbanites could trust and cooperate is unclear so far.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forms of 
consumption should be integrated to understand team buying.  
Key Words: New Consumption Forms  Disenchantment  Re-enchantment   Team Buying  Case 
Study 
 
 


